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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宋待阙官群体对士风的影响
刘济铭

云南大学

[摘　要]目前关于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研究大多是依附于对宋代冗官、科举制、个人仕途等相关议题，缺少对其专门性的研

究。对于其在待阙期间的具体社会活动和思想层面的变化，学术界并未有较针对性地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对待阙官的精神面貌进行细致地研究，在把握宋代待阙官制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南宋时期待阙官的

社会生存情况，进而分析探讨待阙官员作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其精神面貌的变化对士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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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笔下的待阙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与待次含义相

同；其二是为参选。本文所要研究探讨的宋代待阙官，主要

是指那些已授差遣职阙正等候现任官离任的官员。随着科举

取士的范围越来越大，员多阙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待阙成了

大多数中下级官员甚至是朝官仕途升迁绕不开的环节。对大

多数普通官员来说，受到宋初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风影响，能顺利跻身科举，一展自己的政治宏图，可以说是

他们内心最大的愿望。为了打发自己待阙期的空闲时间，士

人群体会进行各种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凭借自身较高的文

化素质造福一方，对其所在地方士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但其生活状况在看似清闲的背后，也有着急躁烦闷的

复杂情绪，他们的心态也会被经济、仕途、社交等各方面打

破。官职迟迟没有空缺，仕途晋升的希望渺茫。产生从壮志

凌云到因漫长的待阙期而变得孤独寂寞、焦虑失落、苦闷

焦躁等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这种精神上的煎熬往往比肉体

上的折磨更令人痛苦。其精神面貌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

推了一些待阙官为了尽快求取阙位或者得到佳阙，四处奔走

行贿。总而言之，随着冗官的增多，员多阙少的问题不断突

出，待阙官逐渐占据了士人群体的大多数，其间不同的精神

面貌都对南宋士风变化产生了很大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南宋前的待阙官及其概况

据史料获悉，宋代官员的职官制度已相当成熟，从选

官、除授、任职、考课、俸禄、黜降、迁转、致仕等各方

面都有严格的条文规定。据《长编》卷十二载，开宝四年

（971）二月，“诸道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太平兴国

时，宋太宗在诏书中亦云：“今封疆尽辟，县邑猥多，动皆

缺员，历年未补。”直到真宗咸平年间，还曾下诏曰：“如

闻州县阙多员少，可选朝官，各举所知，以补员阙。”在经

历了连续战乱后刚刚建立起的统一政权，为了使自己不至于

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宋王朝急需要选拔大量

忠诚而有才干的官员来打理王朝上下的各项事务。

后来，宋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又陆续通过扩大恩荫补官、科举取士、流外入仕、

杂色补官等各种入仕途径，让更多人参加政权，扩大封建王

朝的统治基础。于是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员阙矛盾也就渐

渐凸显出来。赵宋王朝是出现了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不可避

免的问题，即冗官现象。追根溯源早在北宋建立初期，设官

分职，阙多员少，任官未冗。史籍里记载中的待阙、待次更

多是从北宋中期开始。范仲淹曾上奏言：“在京官司，有一

员阙，则争夺者数人。其外任京朝官，则有私居待阙，动逾

岁时，往往到职之处，便该磨勘，一无勤效，例蒙迁改。可

见，官员数量不断增加，而职阙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员多

阙少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官员待次、待

阙问题。

在员阙矛盾刚刚凸显，待阙官还未有如此庞大的人数

之时，通过朝廷各项政策的扶持，大部分待阙官的生活条件

虽算大富大贵，但大部分人足以温饱。据史料记载在待阙期

间，政府会允许官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在京城、家乡

或者其他地方州县寄居待阙。此外，宋代待阙官所担任的临

时性职务也较为多样，如担任考官、坑冶检踏官、押纲官、

权摄官等。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风

要分析士风，首先是要解释“士”。“士”的传统在

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不同的面貌

出现，即每一时代的“士大夫”又与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一代代士的转型既是士自

我认识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自命为士的社会构成的转变。

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

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而士风，即指士人的风

气，涉及士人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它应该是一种群体性

的精神风尚。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

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的思想，

一是他们的行为。

继范仲淹后朱熹总结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在士大夫

群体之间广为传播，激发了一代士人的理想和豪情。用现代

观念作来讲，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人对于国家

和社会事务有直接参与的资格，成为“士”的集体意识，而

不只是少数理想极为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虽然不能一概而

论地定义宋代就是士的黄金时代，但是宋代帝王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从君王到大臣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

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因此本文将以“以天下为己

任”的士风为研究对象，论述南宋时期待阙官群体的思想和

社会活动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的影响。

三、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社会活动对士风的建设性作用

（一）承前启后，继承发展北宋的士大夫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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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员多阙少的矛盾更为激烈，有史料记载“诸州

通判佳阙处，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因此大多数的

基层官员都很难得到相应的职务，官员待阙年限亦逐渐延长

且变得更为严重。这一庞大的群体在地方待阙闲居期间并不

是无事可做，其也会根据自己自身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参

与到地方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等活动中，造福一方，促进了

地方社会的发展。例如在乾道四年（1168），朱熹在建宁府

崇宁县待阙闲居期间推行社仓，每逢灾荒期间对灾民进行救

济，在此后逐渐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由此观之，在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是出现人手不足的

情况之时，朝廷会要求地方的待阙官们临时性地参与相关工

作，待阙官也会自愿主动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对大多数普

通官员来说，受到宋初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影响，

能顺利跻身科举，一展自己的政治宏图，可以说是他们内心

最大的愿望。但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居

家待阙闲居，在漫长的等候阙位中度过。而宋代士大夫从整

体而言，占据其价值取向主导地位的是“承当天下事”。这

些自发组织或者是临时性安排的工作让处于待阙期间的官员

有了能够躬身入局的机会，提高了其作为士大夫的社会参与

感、责任感，进一步巩固了士人群体的共识与追求，强化了

其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意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减缓了官员在漫长的待阙期间逐渐沮丧、失去信心的速度。

（二）文化下移，促进士风文化在市民大众中的普及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三月，朝廷下诏：“出卖没

官等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挥，监司、州县官吏、公

人并不许收买外，其寄居、待阙官愿买者听。”这一政策不

仅反映出朝廷为了解决官员在待阙期间的俸禄生计问题不断

出台调整相应政策，亦得知待阙官在寄居地买田是不受禁止

的。根据《夷坚志》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14），王

得金少卿钰，曾寄居在平江横金市，待行在粮科院阙。其在

横金市的西南处鲁都湾，有数百亩田产。这种殖产兴业的经

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起到了促进作

用。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又是文化下移现象不可忽视的原因。

此外，从事教书活动也是官员在待阙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

这样既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又可以兼顾到自己的学业。淳熙

年间，孙应时在待阙期间又先后在绍兴学府，四明东湖书院

等地进行教书。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待阙期间从事商业活动还是选择教

书活动，都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融合，

“士”群体不再是高居于庙堂之上的贵族或者官僚，他们逐

渐深入到社会各个社会群体中，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

士风文化在市民大众中的普及，具体表现为文学重心逐渐下

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

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待阙官作为介于普通市民与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僚之间的群

体，起到了一个文化传输纽带的作用，他们将士大夫作为读

书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审美情趣带给普通市民大众的同时又

受到普通市民大众的影响，开始从事一系列商业活动，助力

商品经济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促成了士风文化在市民大

众中的普及。

四、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社会活动对士风的消极一面

在待阙官生活状况在看似清闲的背后，也有着急躁烦

闷的复杂情绪，他们的心态也会被经济、仕途、社交等各方

面打破。官职迟迟没有空缺，仕途晋升的希望渺茫。产生从

壮志凌云到因漫长的待阙期而变得孤独寂寞、焦虑失落、苦

闷焦躁等一系列的情感变化。其精神面貌的转变也在一定程

度上助推了一些待阙官为了尽快求取阙位或者得到佳阙，四

处奔走行贿或是利用自己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谋求甚至抢夺阙

位。理宗时杜范奏言：“夫一官而三人共之，苏轼固尝言于

熙宁间矣。以今之天下较之熙宁，十无三四，土地日蹙，阙

次日远，固有一官而五六人共之。差注不行，参选淹滞。”

可见此时员多阙少的矛盾比北宋要严重得多。长此以往，在

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待阙官要想获得职位，都不可

避免地要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一

系列不成文的潜规则，若想跻身仕途，能做的无非就是接受

或者是直接放弃。

当然，我们不能说待阙官为了获得阙位而去奔走权门就

导致了南宋时期士风不如北宋时期的整体趋势。在当今研究

中，学者总是将冗官冗员问题作为研究南宋士风处于不断下

滑趋势的原因之一，其中待阙官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其间

稍有一点逾矩的行为，便被列为始作俑者之一。但是，与其

将这部分待阙官看作成使士风走向衰败的助推者，不如将其

看是冗官冗员问题逐渐突出的情况下的受害者。

在整个腐败的政治大背景下，利与义往往不能兼得。因

此不论待阙官选择继续在官场沉浮或是退居避世，都与一开

始我们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相差甚远。

结语

待阙官出现是宋代职官制度实际运行下的产物，对待阙

官的研究也是我们分析不同历史时段士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

要视角，能够从侧面体现出更多丰富的历史信息。针对南宋

时期待阙官对士风的影响，其中既有继承发展宋初士风的积

极部分，又有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及个人选择而不可避免产

生的消极部分。但是，不论如何，南宋时期的士风确实部分

偏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以一种衰败的整体发

展态势伴随着南宋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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